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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严思齐，彭建超∗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制度因素是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是中国转型期的

基本制度特征。 本文在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响应的基础上，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间中国大陆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通过构建和估计面板

门槛模型分析检验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工业

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所差异，体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当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或高技术产业占比较低时，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或高技术产业占比达到门槛值以上时，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因此，

应当充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动态变化，通过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引

导地方政府行为，促进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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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源利用方式粗放、利用效率相对较低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而这

一问题在工业用地利用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相关研究表明，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城

市工业用地在建设用地中所占比例明显偏高，而容积率、产出强度等指标则明显偏低 ［１－３］ 。 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提升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对于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经济由

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厂商和企业是工业用地的使用主体，但其行

为和决策时刻受到政府的市场规制、产业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制度因素必然

是工业用地利用行为和利用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是转型期中国的基本制度特征，而财政分权是经济分权的重要组成

部分 ［４－５］ 。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辖区内的经济扩张来增加财政收入 ［６］ ，因而该

体制强化了地方财政收入与本地经济发展的联系 ［４－６］ 。 在经济发展初中级阶段，为实现经济增

长和财政增收，地方政府往往采用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方式招商引资 ［７－９］ 。 低廉的地价使得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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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和企业缺乏集约利用土地的激励，引发了工业用地低效利用现象的大量产生 ［１０］ 。 由于财政

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财政激励越强，地区间为争夺流动性税基而开展的“土

地引资竞争”就越激烈，工业地价扭曲、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损失也越严重，因而有学者认为财政

分权会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１１］ 。 上述分析虽然较好地把握了财政分权对工业用

地利用效率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但忽略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动态变化，以
及制度环境变迁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而充分理解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

理尚待更加深入的考察。
已有大量研究致力于考察财政分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具体涉及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 ［１２］ 、

地方公共物品供给 ［１３］ 、地方政府规模 ［１４］ 的影响等。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财政分权对技术

效率和包括工业用地在内的要素利用效率的影响。 陶然等 ［６］ 和张兰等 ［１１］ 指出，在经济发展初

中级阶段，财政分权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间为争夺流动性税基而开展“竞次”式低水平竞争（如压

低生产要素价格、降低环保管制要求等） ，进而阻碍技术进步、降低要素利用效率。 赵文哲 ［１５］ 则

指出，提高财政分权程度有助于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获取地方性信息方面的比较优势（相较于

中央政府） ，确保其能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促进本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的财政

政策，这种影响在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系统分析不

同经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响应、行为逻辑变化的研究较少，也很少有学者针对不同发

展阶段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差异进行实证检验。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不同

经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响应及其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继而利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间中国大陆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和估计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检验财政分权对工业

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以期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的提升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理论分析

财政分权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财政管理与决策权的财政制度，一定程度的财政

分权则对应于某一级政府实际拥有的财政自主度 ［４－５］ 。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推

动本地经济发展来增加财政收入 ［６］ 。 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支出对其自有收入的依赖度

就越高，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财政激励也就越强，或者说，为实现财政增收而推动本地经济

发展的努力程度也就越高 ［４］ 。 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使得地方政府在支出方向上具有更大的自

主性，从而更有可能按激励方向改变财政支出结构 ［１５］ 。 虽然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推动

本地经济增长的财政激励就越强，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策略和手段有

所不同，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也因此有所差异（图 １） 。 在经济发展初中级

阶段，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压低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价格来推

动经济增长 ［６］ 。 该阶段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干预行为而对工业用地利

用效率产生影响。 在经济发展中高级阶段，由于技术进步逐渐取代要素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

要源泉 ［１６］ ，要素市场体系不断发育完善，因而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促进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

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 该阶段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地方政府促进技术进步的努力程度而

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
在以要素驱动型为特征的初中级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大规模提供廉价工业用地

（以协议出让方式为主）的方式招商引资①，进而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 这种做法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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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方政府在短期内损失了一定的土地出让收入，但一旦制造业企业形成生产能力，就会带来

一个相对稳定的、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的持续收入流 ［６］ 。 此外，制造业发展能够促进人

口集聚，进而带动服务业部门营业税收入的增长，并推动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需求及相关出让

金收入的增长 ［７］ 。 然而，从土地利用的角度看，由于低廉的地价不能充分反映工业用地资源的

稀缺程度，企业倾向于使用相对廉价的土地替代其他生产要素，而缺乏集约利用土地的激励，从
而造成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损失 ［８］ 。 该阶段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为实现财政增收而开

展的“土地引资竞争”越激烈，工业地价扭曲、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损失也就越严重。 因而可以预

期在该阶段财政分权会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产生负向影响。

图 １　 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作用日益凸显。 地方政府通常通过直接或间接两种方式促进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

效率的提高。 直接方式指地方政府增加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科技条件与服务、
科技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以及通过增加教育支出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技术进步创

造基础条件；间接方式指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财税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和

技术改造。 地方政府的上述做法在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的同时，无疑也会促进包括工业用地在内

的各类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中高级阶段、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背景下，财政

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为实现财政增收而促进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高的努力程度就越

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也会随之提高。 由于在获取地方性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地方政府往

往更能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利于本地发展的财政政策 ［１３，１５］ ，因而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

提高政府的科技支出绩效。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土地市场体系的发育、完善，地方

政府开展“土地引资竞争”所依赖的外部条件也在逐渐瓦解。 ２００６ 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

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 自该文件

发布实施以来，工业用地出让市场的竞争性和透明度不断提高，划拨和协议出让主导工业用地

资源配置的局面得到了扭转。 赵爱栋等采用经出让方式加权修正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溢价率

测度了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发现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间全国工业用地市场化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
６ 年间提高了 ２２１．４５％ ［８］ 。 因而，由于中高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和制度环境的变化，可以

预期在该阶段财政分权会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

展阶段有所差异，存在非线性特征。 在经济发展初中级阶段，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产

生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中高级阶段，财政分权则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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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１．财政分权程度的测度

既有研究主要采用“收入型指标” “支出型指标”和“财政自主度型指标”等 ３ 种方法衡量财

政分权程度 ［４］ 。
陈硕和高琳分析了各类指标的适用性，指出“收入型指标”和“支出型指标”虽能反映出中

央地方财政关系的跨时期变化，却不能很好地反映出这种关系的地区间差异 ［４］ 。 具体来说，在
利用收入型指标和支出型指标测算同一年份不同省份的财政分权程度时，由于所有省份均面临

一个共同的中央政府，因而计算公式的分母没有任何差异。 财政分权程度的截面差异将完全来

自分子，即各省份财政收入（或支出）规模的相对大小。 然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支出）规

模与其所拥有的财政自主度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与“收入型指标”和“支出型指标”相比，
“财政自主度型指标”公式的分子和分母均存在跨时期和跨地区变化，因而更适用于截面或面

板数据，在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该指标的构建方法如下：

财政分权程度 ｉｔ ＝
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 ｉｔ

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支出 ｉｔ
（１）

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示地方政府支出对其自有收入的依赖度越高，也即财政自主性越强。
２．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测度

既有研究主要采用 ２ 种方法测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一是基于数据包络分析（ Ｄａｔａ 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Ａ）的非参数方法；二是基于随机前沿分析（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ＦＡ）的
参数方法。 非参数方法的问题在于，许多研究只是在传统的全要素框架下加入了土地投入，而
并未分解出土地投入在产出增长中的单独效率贡献 ［１７－１８］ 。 因而测度出的效率值实质上是“考

虑工业用地投入的工业生产效率”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参数方法的优点在

于，通过对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推导和估计，便于度量具有明确经济含义的单要素利用效率。
此外，随机前沿分析在构造生产前沿面时可以有效分离随机因素的影响，进而减少由测量误差

及其他随机性误差造成的估计偏误 ［１９］ 。
本研究借鉴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等提出的单要素利用效率定义及随机前沿分析框架下的测算方

法 ［２０］ ，来界定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内涵并分析其测度方法。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最高的生产者

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在维持产出水平和其他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用地投入量最小。
因而，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可以定义为，在给定的产出水平和其他要素投入水平下，生产单元可能

达到的最小工业用地投入量（也称为目标工业用地投入量）与实际工业用地投入量的比值：

ＬＥ ＝ ＴＬＩ
ＡＬＩ

（２）

式（２）中 ＬＥ 表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ＴＬＩ 和 ＡＬＩ 分别表示目标工业用地投入量和实际工业

用地投入量。 由于 ＡＬＩ 总是大于或等于 ＴＬＩ，因而 ＬＥ 的取值在 ０ ～ １ 之间。 实际工业用地投入量

与目标工业用地投入量越接近，工业用地利用效率越高。
在随机前沿分析框架下测度工业用地利用效率，首先需要确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函数形

式。 本研究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与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生产

函数和常替代弹性（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ＣＥＳ）生产函数相比，超越对数函数能够更

好地反映投入要素之间、投入要素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２１］ ；另一方面，由于 Ｃｏｂｂ－
Ｄｏｕｇｌａｓ 生产函数所有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都是不变的，因而测算出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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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与工业生产效率排名完全一致，仍然无法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从全要素框架下分离出来。 采

用投入要素产出弹性可变的超越对数函数，则可克服这一缺陷。 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

具体形式为：

ｌｎＹ ｉｔ ＝ β０＋∑ｊ β ｊ ｌｎＸ ｉｔｊ＋β ｌ ｌｎＬ ｉｔ＋
１
２
∑
ｊ
∑
ｋ
β ｊｋ ｌｎＸ ｉｔｊ ｌｎＸ ｉｔｋ＋∑ｊ β ｊｌ ｌｎＸ ｉｔｊ ｌｎＬ ｉｔ＋

１
２
β ｌｌ（ ｌｎＬ ｉｔ） ２＋β ｔ ｔ＋Ｖ ｉｔ－Ｕ ｉｔ （３）

式（３）中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Ｙ ｉｔ表示工业产出水平；Ｘ 表示除土地外的其他要

素投入量，下标 ｊ 和 ｋ 是要素标志（ ｊ＝ １，２；ｋ ＝ １，２；β ｊｋ ＝ βｋｊ） ，Ｘ ｉｔ１和 Ｘ ｉｔ２分别代表劳动力投入和资

本投入；Ｌ ｉｔ表示工业用地面积；ｔ 为时间趋势变量，反映技术变化的影响；Ｖ ｉｔ为随机误差项，表示

生产中不可控因素（如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和测量误差的影响，Ｖ ｉｔ服从 Ｎ（ ０，σ２
ｖ ） ；Ｕ ｉｔ为非负

随机变量，表示由技术非效率造成的实际生产点偏离生产前沿面的情况，Ｕ ｉｔ服从 Ｎ＋（ μ，σ２
μ） 。

保持式（３）中产出水平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水平不变，当不存在技术非效率（Ｕ ｉｔ ＝ ０）时，工业

用地投入量达到不存在冗余的最优水平：

ｌｎＹ ｉｔ ＝ β０＋∑ｊ β ｊ ｌｎＸ ｉｔｊ＋β ｌ ｌｎＬＦ
ｉｔ＋

１
２
∑
ｊ
∑
ｋ
β ｊｋ ｌｎＸ ｉｔｊ ｌｎＸ ｉｔｋ＋∑ｊ β ｊｌ ｌｎＸ ｉｔｊ ｌｎＬＦ

ｉｔ＋
１
２
β ｌｌ（ ｌｎＬＦ

ｉｔ） ２＋β ｔ ｔ＋Ｖ ｉｔ （４）

式（４）中 ＬＦ
ｉｔ即为在给定的产出水平和其他要素投入水平下，可能达到的最小工业用地投入

量。 通过将式（３）和式（４）联立，可以推导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参数表达式：

ＬＥ ｉｔ ＝ ｅｘｐ （ －η ｉｔ＋ η２
ｉｔ－２β ｌｌＵ ｉｔ ） ／ β ｌｌ[ ] （５）

　 　 其中：η ｉｔ ＝
∂ｌｎＹ ｉｔ

∂ｌｎＬ ｉｔ
＝ β ｌ＋∑ｊ β ｊｌ ｌｎＸ ｉｔｊ＋β ｌｌ ｌｎＬ ｉｔ。

３．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和估计

根据前文的分析，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
可以采用门槛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这种非线性关系。 本文根据 Ｈａｎｓｅｎ 的方法构建如下面板门

槛模型：
　 　 　 　 ＬＥ ｉｔ ＝ α＋β１ ｆｄ ｉｔ Ｉ（ ｑ ｉｔ≤γ１） ＋β２ ｆｄ ｉｔ Ｉ（γ１＜ｑ ｉｔ≤γ２） ＋…＋βｎ ｆｄ ｉｔ Ｉ（γｎ－１＜ｑ ｉｔ≤γｎ）

＋βｎ＋１ ｆｄ ｉｔ Ｉ（ ｑ ｉｔ＞γｎ） ＋Ｘ′θ＋ｃ ｉ＋η ｔ＋ε ｉｔ （６）
式（６）中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ＬＥ ｉｔ表示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ｆｄ ｉｔ表示财政分权程

度（受门槛变量影响的解释变量） ；ｑ ｉｔ为门槛变量，即用来划分样本的分组变量；γ 为待估计的门

槛值；Ｉ（·）为示性函数（括号内条件满足时取 １，否则取 ０） ；β 为不同区段解释变量 ｆｄ ｉｔ的影响

系数；Ｘ 表示一组影响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控制变量；ｃ ｉ 和 η ｔ 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

应和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效应；ε ｉｔ表示误差项。 为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了 ２ 个划

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门槛变量：一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ｐｃｇｄｐ） ；二是高技术产业占比（ ｈｔｒａ⁃
ｔｉｏ） 。 值得注意的是，门槛变量也可以作为控制变量出现在模型中 ［２２］ 。

根据 Ｈａｎｓｅｎ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估计方法，首先将任意 ｑ ｉｔ作为初始值赋给 γ，并对式（ ６）
进行 ＯＬＳ 估计，得到相应的残差平方和。 然后根据残差平方和最小化原则确定最优的门槛值，
进而得到各斜率系数的估计值 ［２２］ 。 除进行参数估计外，还需进行两方面的检验：一是门槛效应

是否显著；二是所估计的门槛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并构建门槛值 γ 的置信区间。 实证分析中，
若单门槛效应显著，应接着检验是否存在双门槛效应，以此类推，直至门槛效应不显著为止。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１．工业投入产出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为研究期，以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 ３０ 个省级行政区作为数据观测单

元。 采用工业总产值度量工业产出水平（ ｉｎｄｕｓｇｄｐ） ，分别利用工业行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和工

业用地面积衡量劳动力投入水平（ ｌａｂｏｒ）和土地投入水平（ ｉｎｄｕｓｌａｎｄ） 。 参考张海洋 ［２３］ 和姚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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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２４］ 的方法，采用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度量资本投入水平（即工业行业资本存量，ｃａｐｉｔａｌ） 。
分别采用分地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工业总产值和工业部门

固定资产净值折算为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 工业总产值、工业行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和工业部门固

定资产净值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工业用地面积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

市建设统计年鉴》 ，分地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
２．面板门槛模型的控制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根据前文的分析，门槛变量也可以作为控制变量出现在模型中，因而，本文选取的影响工业

用地利用效率的控制变量首先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ｐｃｇｄｐ）和高技术产业占比（ ｈｔｒａｔｉｏ） 。 以

人均 ＧＤＰ 表征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通常也越高。 高技术企业

具有产品附加值高、单位面积土地产出高的特征，因而高技术产业占比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区域

整体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除此之外，参考既有研究 ［２，８，２５］ ，本文还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 １）
外资（含港澳台资）企业产值占比（ ｆｒａｔｉｏ） 。 外资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其工业

用地利用效率往往也较高。 （２）土地市场规范程度（ ｌｌｅｇａｌ） 。 土地市场规范程度越高，市场秩序

越好，越有利于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 ３）以人均耕地面积表征的土

地资源禀赋（ ｐｃｃｌａｎｄ） 。 土地资源禀赋条件越好，工业用地后备资源越充裕，工业用地集约利用

的激励程度可能反而越低 ［８］ 。 高技术产业占比用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地区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表示。 外资企业产值占比用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来表示。 参考赵爱栋等的研究，采用土地违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积占行政辖区面积的比重来逆

向反映土地市场规范程度 ［８］ 。 该数值越小，表明目标地区土地违法现象越少，土地市场规范程

度越高。 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

年鉴》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 人均 ＧＤＰ 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折算的 ２０００ 年不变

价。 实证分析中对人均 ＧＤＰ 和人均耕地面积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这样做既可以缓解异方差性

和偏态性，也可以缩小变量的取值范围、减少极端观测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各变量的定义和

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ｄｕｓｇｄｐ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７８１９ ．７６３ １０９１０ ．２６ ３６ ．０９５ ６８９０９ ．２７

ｌａｂｏｒ 工业行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 ／万人 ９４ ．８５１ ７３ ．６０２ ３ ．０５ ４６９ ．６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 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 ／亿元 ２４４６ ．８４７ ２２７９ ．９６７ ３８ ．１３ １４１７６ ．４２

ｉｎｄｕｓｌａｎｄ 工业用地面积 ／公里 ２ ２０６ ．７４２ １７０ ．５７９ ０ ．４７ ８２９ ．７０

ｐｃｇｄ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万元 ／人） １ ．９７７ １ ．４１７ ０ ．１４８ ０ ．９５１

ｈｔｒａｔｉｏ 高技术产业占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７７ ０ ．００２ ０ ．４０７

ｆｒａｔｉｏ 外资（含港澳台资）企业产值占比 ０ ．２１６ ０ ．１７４ ０ ．００４ ０ ．６７７

ｌｌｅｇａｌ 土地市场规范程度 ０ ．０００１３５５ ０ ．０００２３６７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０２９

ｐｃｃｌａｎｄ 人均耕地面积 ／ （亩 ／ 人） １．６４４ １．１８３ ０．１１６ ６．２３９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和财政分权程度的测度结果

本文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０ 软件估计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γ 表示技术非效率

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γ ＝ σ２
μ ／ （σ２

ｖ ＋σ２
μ） ） ，其值为 ０．９００，并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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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效率损失，因而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是合适的。 利用随机前沿生产

函数参数估计结果和要素投入量的观测值，基于式（５）测算出各省级行政区各年份的工业用地

利用效率，全国及各省级行政区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均值如表 ３ 所示。 从空间维度看，工业用

地利用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省份的效率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 全国及各省级

行政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均值如表 ４ 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财政分权程度也存在着显著的地区

差异。
表 ２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参数估计结果

待估参数 估计值 标准误 待估参数 估计值 标准误

β１ ０ ．２１０ ０ ．６２０ β ｌｌ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３

β２ ２ ．４８２∗∗∗ ０ ．６８１ β１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９９

β ｌ －１ ．８１９∗∗∗ ０ ．６４６ β１ｌ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４

β１１ －０ ．０５５ ０ ．０８６ β２ｌ ０ ．１１９∗∗∗ ０ ．０４８

β２２ －０ ．１６０∗∗∗ ０ ．０５６ σ２
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１

γ ０ ．９００∗∗∗ ０ ．０４０ σ２
μ ０ ．１８８∗∗ ０ ．０８３

　 　 注：下标 １、２、ｌ 分别对应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投入；∗∗∗ 、∗∗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全国及各省级行政区的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均值

省份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均值 省份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均值 省份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均值

北京 ０．８５８ 浙江 ０．９５６ 海南 ０．６５５

天津 ０．９８３ 安徽 ０．７３０ 重庆 ０．８１５

河北 ０．７２３ 福建 ０．８９３ 四川 ０．７８６

山西 ０．５３９ 江西 ０．７０７ 贵州 ０．５８５

内蒙古 ０．６８７ 山东 ０．８７２ 云南 ０．７７０

辽宁 ０．７６９ 河南 ０．６８２ 陕西 ０．６６５

吉林 ０．８０３ 湖北 ０．７４１ 甘肃 ０．６２１

黑龙江 ０．５８８ 湖南 ０．７７３ 青海 ０．４４４

上海 ０．８９４ 广东 ０．９７１ 宁夏 ０．５１０

江苏 ０．９２７ 广西 ０．７２９ 新疆 ０．６０６

全国 ０．７４３

表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全国及各省级行政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均值

省份 财政分权程度均值 省份 财政分权程度均值 省份 财政分权程度均值

北京 ０．８６３ 浙江 ０．８１５ 海南 ０．４７４

天津 ０．７５５ 安徽 ０．４５８ 重庆 ０．５２６

河北 ０．５１５ 福建 ０．６９９ 四川 ０．４３３

山西 ０．５２５ 江西 ０．４４３ 贵州 ０．３６１

内蒙古 ０．４１２ 山东 ０．７０８ 云南 ０．３９６

辽宁 ０．５９８ 河南 ０．４５６ 陕西 ０．４３８

吉林 ０．３７０ 湖北 ０．４７５ 甘肃 ０．２７２

黑龙江 ０．３８９ 湖南 ０．４４１ 青海 ０．１８７

上海 ０．８７０ 广东 ０．８２８ 宁夏 ０．３０３

江苏 ０．８０９ 广西 ０．４３３ 新疆 ０．３４５

全国 ０．５２０

　 　 通过散点图（图 ２）描述了财政分权程度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相关关系。 从图 ２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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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程度与工业用

地利用效率呈一定程度的负相关；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程度与工

业用地利用效率则呈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散点图分析忽略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

的其他影响因素。 为得出关于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更为稳健的结论，需要进行

进一步的计量分析。

图 ２　 财政分权与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散点图

（二）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形式，ｌｎｐｃｇｄｐ）作为门槛变量。 估计门槛模型的第一步

是确定门槛的个数。 依次在无门槛效应、单门槛效应、双重门槛效应和三重门槛效应的设定下

对模型（６）进行估计，得到的 Ｆ 统计量和采用自抽样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ｔｅｓｔｓ）得出的 Ｐ 值如表 ５ 所示。
单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均非常显著，而三重门槛效应不显著，因此，应基于双重门槛模型进

行分析。 两个门槛的估计值及相应的 ９５％置信区间如表 ６ 所示，而借助于图 ３ 和图 ４ 的似然比

（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函数图，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 门槛估计值为

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ＬＲ 等于 ０ 时所对应的 γ 值（图 ３ 和图 ４ 中分别为 ０．６３７ 和 １．０７１） ，而各门槛

估计值的 ９５％置信区间是由 ＬＲ 值小于 ５％显著水平下临界值（图中虚线）时所对应 γ 值构成的

区间。 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７ 所示。 注意到门槛变量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两
个门槛值所对应的人均 ＧＤＰ 分别为 １．８９１ 万元和 ２．９１８ 万元（ ２０００ 年不变价）①。 财政分权对

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所差异，体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当人均

ＧＤＰ 小于 １．８９１ 万元和介于 １．８９１ 万元与 ２．９１８ 万元之间时，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０５１ 和－０．０１２） 。 当人均 ＧＤＰ 大于 ２．９１８ 万元时，财政

分权的影响显著为正（影响系数为 ０．０４８） ，表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地方政府财政自

主度的增强有助于促进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控制变量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量和高技

术产业占比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均促进了工业用

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与理论预期一致，以人均耕地面积表征的土地资源禀赋与工业用地利用效

率显著负相关，表明土地资源禀赋状况越好，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激励程度反而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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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别相当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６８１ 万元和 ４．１３８ 万元。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分组标准，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 １０４５ 美元（约合 ６５０９ 元人民币）为低收入国家，介于 １０４５ 美元和 ４１２５ 美元（约合 ２５６９２ 元人民币）之

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介于 ４１２６ 美元和 １２７３５ 美元（ ７９３１９ 元人民币）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 １２７３６ 美元为高收

入国家。 本文估计的第一门槛值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临界值基本吻合，第二门槛值则处于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的区间内。



表 ５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ｌｎｐｃｇｄｐ 为门槛变量）

门槛检验
临界值

Ｆ 值 Ｐ 值 １％ ５％ １０％

单门槛检验 １３５．８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１．０２５ ３６．９００ ５１．１１０

双重门槛检验 ３１．２３０∗∗ ０．０１７ ２０．０４４ ２３．８２８ ３６．５８５

三重门槛检验 ２１．２６０ ０．５３０ ４７．８０１ ６２．０２２ ８０．４５８

　 　 注：Ｐ 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自抽样法重复抽样 ３００ 次得到的结果；∗∗∗、∗∗、∗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

表 ６　 门槛值估计结果（ ｌｎｐｃｇｄｐ 为门槛变量）

门槛值 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门槛值 γ′１ ０．６３７ ［ ０．６２４， ０．６４５］

门槛值 γ′２ １．０７１ ［ １．０３６， １．０７３］

图 ３　 第一个门槛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 ｌｎｐｃｇｄｐ 为门槛变量）
图 ４　 第二个门槛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 ｌｎｐｃｇｄｐ 为门槛变量）

表 ７　 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ｌｎｐｃｇｄｐ 为门槛变量）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ｌｎｐｃｇｄｐ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 １１．０６０∗∗∗ ０．０００

ｈｔｒａｔｉｏ ０．１６４ ０．０４７ ３．４７０∗∗∗ ０．００１

ｆｒａｔｉｏ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８ －０．４３０ ０．６６８

ｌｌｅｇａｌ －１．９１３ ６．０８２ －０．３１０ ０．７５３

ｌｎｐｃｃｌａｎｄ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１ －４．５３０∗∗∗ ０．０００
ｆｄ ｉｔ Ｉ（ ｌｎｐｃｇｄｐ ｉｔ£０．６３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７ －１．８４０∗ ０．０６７

ｆｄ ｉｔ Ｉ（ ０．６３７＜ｌｎｐｃｇｄｐ ｉｔ£１．０７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３．０６０∗∗∗ ０．００２
ｆｄ ｉｔ Ｉ（ ｌｎｐｃｇｄｐ ｉｔ＞１．０７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７ １．７８０∗ ０．０７６

观测数 ４８０

Ｆ 统计量 １２８．２４０

ｗｉｔｈｉｎＲ２ ０．７１４

　 　 注：∗∗∗ 、∗∗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继而采用高技术产业占比（ ｈｔｒａｔｉｏ）作为门槛变量，依次在无门槛

效应、单门槛效应、双重门槛效应和三重门槛效应的设定下重新对模型（ ６）进行估计，得到的 Ｆ
统计量和采用自抽样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ｔｅｓｔｓ）得出的 Ｐ 值如表 ８ 所示。 单门槛效应在统计上显著，而
双重门槛效应和三重门槛效应均不显著。 因而应基于单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门槛估计值及相

应的 ９５％置信区间如表 ９ 所示，似然比函数图如图 ５ 所示。 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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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表明，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当高技术产业占比小

于 ０．０９７ 时，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０．０６４） ；而当高

技术产业占比大于 ０．０９７ 时，财政分权的影响则由负转正（影响系数为 ０．０３０） ，表明随着产业结

构趋于高级化，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
表 ８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ｈｔｒａｔｉｏ 为门槛变量）

门槛检验
临界值

Ｆ 值 Ｐ 值 １％ ５％ １０％

单门槛检验 ４８．６００ ０．０２３ ３３．７８２ ３９．５５２ ５９．３４８

双重门槛检验 ３１．６５０ ０．１２０ ３２．８２３ ３７．４４５ ４７．０１０

三重门槛检验 １８．９６０ ０．３８０ ３４．８３６ ５３．１０５ ７３．２４３

　 　 注：Ｐ 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自抽样法重复抽样 ３００ 次得到的结果；∗∗∗、∗∗、∗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
表 ９　 门槛值估计结果（ｈｔｒａｔｉｏ 为门槛变量）

门槛 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门槛值 γ′１ ０．０９７ ［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８］

图 ５　 门槛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ｈｔｒａｔｉｏ 为门槛变量）
表 １０　 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ｈｔｒａｔｉｏ 为门槛变量）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ｌｎｐｃｇｄｐ ０．１１１ ０．０２１ ５．２３０ ０．０００∗∗∗

ｈｔｒａｔｉｏ ０．１２３ ０．０６１ ２．０４０ ０．０４２∗∗

ｆｒａｔｉｏ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６７０ ０．５０２

ｌｌｅｇａｌ ２．１１２ ７．１４３ ０．３００ ０．７６８

ｌｎｐｃｃｌａｎｄ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９ －５．４５０ ０．０００∗∗∗

ｆｄ ｉｔ Ｉ（ ｌｎｐｃｇｄｐ ｉｔ£０．０９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８ －１．６８０ ０．０９４∗

ｆｄ ｉｔ Ｉ（ ｌｎｐｃｇｄｐ ｉｔ＞０．０９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３ ２．２３０ ０．０２６∗∗

观测数 ４８０

Ｆ 统计量 ３７．１９０

ｗｉｔｈｉｎＲ２ ０．６６２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响应及其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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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中国大陆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和估计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检

验了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

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所差异，体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 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作为门槛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当人均 ＧＤＰ 小于 １．７１８ 万元和介于 １．７１８ 万元与 ２．７１３ 万元之

间时，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人均 ＧＤＰ 大于 ２．７１３ 万元时，财
政分权的影响显著为正。 采用高技术产业占比作为门槛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当高技术产业占

比小于 ０．０９７ 时，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高技术产业占比大于

０．０９７ 时，财政分权的影响显著为正。 总体来说，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财政分权对工

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由负转正。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地方政府对财政激励的响应有所差异。 应当充分关注不同阶段地

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变化，通过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进经济增长

质量与效率的提高。 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内各地区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更应

注重差异化的政策设计。 在处于初中级发展阶段的地区，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虽然可以

调动其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但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财政激励的作用下采用压低生产要素

价格等不当手段推动经济增长，进而造成包括工业用地在内的要素利用效率的损失，降低了经

济增长质量。 因而，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加强对这些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减少因过度财政激

励而产生的“竞次”式低水平竞争，同时应注重加强包括要素市场体系在内的市场规制建设。
对于已处于中高级发展阶段的地区，由于经济增长动力已在发生转换、市场体系较为完善，可以

考虑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自主权，使其充分发挥在获取地方性信息方面的比较优势，因地

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本地发展的财政政策。 此外，也应注重完善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

制，改变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引导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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